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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隋福毅 武胜男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在即
“严禁滥食野生动物”是否能写入？

3 月 3 日是 “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 这是联合国为提高公众
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认识而设
置的纪念日。 今年，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的主题是“维护地球上所
有的生命”。

对于这一主题，当下中国并
不陌生。 新冠肺炎已经持续一个
多月了，这场疫情由中国暴发已
经蔓延至多个国家。 虽然新冠病
毒的来源并未完全敲定，但食用
野生动物的危害逐渐得到共识。

2 月 24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了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目的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明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原
则，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 保障人民生
命健康安全提供立法保障的同
时，引领《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
简称《野保法》）修订工作。

野生动保相关法律条例

在我国，第一次将野生动物
保护正式上升为法律层面是在
1988 年。 其后，《野保法》 历经
2004 年、2008 年、2018 年的三次
修改和 2016 年的一次修订，形

成了我国现行的版本。
1988 年，第一部《野保法》中

加入了“合理利用”的字眼，但明
确指出经济目的并不包含在内，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在保护
野生动物方面的初心。

2003 年，非典的暴发让大家
直面了食用野生动物的危害，很
多学者便提出了修改《野保法》
的建议，其中，“全面禁食野生动
物”也曾被提及。 但 2004 年《野
保法》第一次修改时，并没有采
纳此倡议。

2016 年，《野保法》迎来了修
订工作。 虽然明确提出了“保护
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
则，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建
议也没有被收录。

此外，不得不提到 1991 年林
业部推出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法》。
该法规将出于经济目的驯养繁
殖野生动物的行为变成了可能，
野生动物从而以合法的方式进
入了市场。

“最严”《决定》出台

眼下的新冠肺炎让人不得
不重视“禁食野生动物”的必要
性。 2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的相关议
案。《野保法》的新一轮修订指日
可待。

在食用野生动物的尺度把
控上，《决定》可谓史上最“严”。
首先，凡《野保法》和其他有关法
律明确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必
须严格禁止。 其次，禁止食用国
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
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
他陆生野生动物， 包括人工繁
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对于这一变动，中国生物多
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周晋峰表示：“此次《决定》的出
台速度很快， 解决了现实问题，
填补了以往制度上的漏洞，也让
我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
订充满了信心。 ”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则说：
“虽然《决定》不是法律，但具有法
律效益， 把野生动物保护的目标，
从为‘利用’而保护提升到为了‘国
家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而保
护。野生动物保护定位和立法目标
得到相当大的提升。 ”

红树林基金会（MCF）副秘
书长、湿地保育部总监李燊在研
究现行《野保法》和《决定》后提
出了自己看法。“农业部许可的、
比较产业化的野生动物，是否可

以食用？ 这点《决定》《野保法》都
没有明显范围，如此会对相关行
业、产业造成困惑，也会影响《野
保法》的修改。 我认为，畜禽名录
应加紧修订，给出明确的名单。 ”
他说。

社会组织可以做些什么？

2 月 25 日下午，民政部社会
组织管理局召开学习贯彻《决
定》座谈会，会议指出，“各相关
社会组织要结合自身业务职责，
在做好教育宣传和引导工作基
础上，积极主动参与做好相关法
律法规修订等工作，为推动我国
野生动物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
风险防范化解作出应有努力。 ”

据了解，《决定》 出台后，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生物
多样性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中国
动物学会、红树林基金会（MCF）
等社会组织积极凝聚行业专家
及动物科学工作者的力量，为修
法建言献策。

在目前社会组织提出的意
见中，建立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
制度得到广泛认可。

周晋峰认为，野生动物本身
具有分散，隐蔽的特点。 政府部
门很难有足够充足的人力物力
去落实执行法律。 现在从事非法

捕猎野生动物的人数不少，所以
必须要由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这也是新的《野保法》落
实到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李燊表示：“当发现相关野
生动物的违法行为时，公民和社
会组织并没有执法的权力，必须
通过相关执法部门，比如森林公
安、林业部门来进行执法。 然而，
个人和社会组织在发现野生动
物相关问题向执法机构反映、举
报时，很难得到及时的响应。 希
望未来《野保法》可以强调提高
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使执法部
门意识到快速获取社会组织信
息并进行配合。 ”

那么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社会组织除了可以发挥监督作
用，还能做些什么呢？ 张伯驹总
结了如下几点：

首先， 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有
效的环境教育和消费者教育，引
导更多的人回归到理性和环境友
好的消费选择；其次，更专业的环
境类社会组织可以做调查、研究、
监督的工作，承担“吹哨人”的角
色，并发起环境公益诉讼；再次，
社会组织可以适当开展救助类工
作，实地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最
后， 社会组织在一定专业性的基
础上， 可以积极参与到立法和公
共政策制定工作中。

野生动物为什么不能吃？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便流传
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谚
语。 但为什么现代人对病毒更易
感呢？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表示：
“在以前，某村子或者聚落以打猎
为生并不能证明野生动物没有携
带病毒。 这是因为在长期的交往
过程中， 人和周边的猎物之间存
在着共生关系， 猎户会产生抵御
某种病毒的抗体， 而不会形成明
显的危害。但现如今，随着地区间
运输难度的降低， 市场上流转的
野生动物来自全球各地， 这也为
病毒的‘着陆’提供了可能性。 ”

“其次，野生动物在生态系
统中与细菌和病毒互为食品，互
为依托，互为栖息地。 它们在迁
徙和移动过程中会携带大量细
菌和病毒， 但都可以和平共处。
可是，这些病毒可能对人类是致
命的。 并且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

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异，一次
基因变异就可能出现适合人类
传播的病毒，这是不可控的。 ”周
晋峰补充道。

近日，号称史上最“严”的禁
令出台，也引发了疑问：经过严
格的检疫验证之后，养殖的野生
动物也不可以食用？

“我们现有的检疫只能面向
目前已知的病毒，而面对未知病
毒，我们根本没有合适的工具检
验。 ”周晋峰说，“更重要的是，市
场并不会对驯养繁殖的种群和
真正的野生种群进行区分，有不
少所谓的养殖者‘挂羊头卖狗
肉’，以捕猎野生动物为主业。 ”

人类栖息地包含各物种

在采访过程中，周晋峰也提
到了野生动物保护与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关联。“《野生动物保护
法》修订的目的应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 而生物
多样性又包括三个层次：基因多
样性、物种多样性和栖息地的保
护。 ”周晋峰说。

他解释道：“基因多样性的
消失是我们面临的极大挑战。 通
过养殖放生的动物在整个生态
系统中基因单一，抵抗风险的能

力也会大大降低。 第二，物种多
样性的保护要求我们对动物、植
物、微生物都要保护，并不是数
量少的动物需要保护，数量多的
动物便不需要保护。 第三个层次
是栖息地的保护，我们要清楚人
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是由各个
物种栖息地共同组成的，保护野
生动物的栖息地实际上也是保
护我们人类自身的栖息地。 ”

近几个世纪以来，全球灭绝
的野生动植物种类数以千计。 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统计的数字表
明： 目前，5%~20%的脊椎动物和
树木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物种
灭绝的速度正以百倍速度增长。
经粗略测算，400 年间，生物生活
的环境面积缩小了 90%， 物种也
减少了一半。

修法要修什么？

中国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 的核心由 1988 年第一次通
过。其后，该法历经 2004 年、2009
年、2018 年三次修正和 2016 年
的修订，但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

周晋峰表示：“首先，我们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 指导思想不
明确。 它设置了合理利用野生动

物的各种条件，例如，允许科研、
展览等目的为主的驯养繁殖，让
《野生动物保护法》 变成了一部
‘野生动物利用法’。 我建议，《野
生动物保护法》全面修改，应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
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基本目的。 ”

“其次，执法力度和监督要
明确规定。 我认为，类似于医药
和科研等用途还是需要派发许
可证，而且标准必须提高到国家
级，并确保有社会组织和人民群
众的充分参与。 对于野生动物的
驯养和繁殖，也应得到这一级别

的批准， 并要有公众参与机制、
公示程序。 ”

“在公共监督方面，应该允
许社会组织开展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 另外，我们需要给予人民
群众真正的监督权利，野生动物
领域也可设置类似于‘见义勇
为’的荣誉奖项。 ”

“最后，还需建议确立追究
和责任机制，对存在违法行为的
人员进行惩罚。 如果不建立追究
机制和责任机制，新法律很容易
变成一纸空文， 丢失应有的效
力。 ”周晋峰强调。

绿发会秘书长周晋峰：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守护人类自身的栖息地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世界灭绝动物墓地


